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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供需法则看“严打”毒品犯罪刑事政策

黄明儒,曾亚丽1

(湘潭大学 法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 　 毒品犯罪的泛滥成灾,标志着“严打”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局限性。 毒品犯罪问题的解决需要跳出传统法学

分析方法的桎梏,以一种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去探寻毒品犯罪产生的原因和运行机理。 经济学中的供需法则理论为探寻毒

品犯罪这一极具市场性特征的犯罪背后的成因提供了可借鉴的途径。 根据供需法则中的价格机制、需求弹性理论分析毒品

犯罪市场的运行机制,应当从控制毒品市场与以控代禁两个层面来达到抑制毒品犯罪市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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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波斯纳、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为代

表的法经济学家通过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运用到法

学领域,建构起了法经济学。 运用经济学的方法进

行法学研究得以脱离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的桎梏,从
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待法律的发展沿革,发现法律公

平、正义之外的其他价值,具有相当的理论与实践意

义。 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刑法这门在诸多法律

部门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基本法律进行研究,必然也

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探究那些通过传统法

学研究方法无法发现的刑法内在价值。 经济学当中

诸多的分析方法都可以运用到法学领域,其中最为

普遍的便是对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的运用,这其中又

涵盖了微观理性决策者的成本收益分析和宏观立法

者的成本收益分析[1]。 不过笔者以为经济学的分

析方法多种多样,若只是囿于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为

切入点进行法学研究,未免有些故步自封和形式主

义。 故此本文不揣冒昧试以经济学分析方法中的供

需法则为主要手段结合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当前我

国禁毒刑事政策进行粗浅分析,以期能够从不同的

角度看待我国当前禁毒刑事政策可能存在的一些问

题,并对其将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作出展望。

一　 我国“严打”毒品犯罪刑事政策及其实效

我国《刑法》第 357 条第 1 款规定,“本法所称

的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
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

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毒品除了会严

重损害吸食者的身心健康、摧毁其意志、破坏其家庭

外,同样还会使毒品吸食者成为诸如盗窃、诈骗、抢
劫、抢夺等其他财产性犯罪的犯罪人,丧失理智的毒

品吸食者甚至还会触犯伤害、杀人等暴力犯罪。 毒

品犯罪巨大的社会危害性可见一斑。 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毒品犯罪受诸多因素影响,经历了死灰复

燃、“局部灾害”到“全国感染”的过程。 基于毒品犯

罪的巨大危害,我国对待毒品犯罪持一以贯之的

“零容忍”态度,始终贯彻“严打”毒品犯罪刑事政

策。 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严打”毒品犯罪刑事

政策出台可能是基于如下考量。
根据经济学中的供需法则理论,价格与需求量

之间成反比关系,即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需求

量随价格上升而减少,随价格下降而增加。 供需法

则揭示了价格变化这一激励因素对人们行为选择的

影响。 基于理性人假设的前提,一方面,若将刑罚看

作社会对犯罪人犯罪行为的要价,犯罪人服刑视为

“清偿他对社会的负债”,一个追求自我利益、有理

性的人,面临越严厉、越及时和越确定的刑罚,选择

犯罪的概率就会越低。 再结合资源流转定律,即如

果允许自由交易,资源就具有最高利用价值的倾

向[2]。 作为一个理性人,会将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

作为终极目标。 “严打”毒品犯罪会增加毒品犯罪

的成本,如此,将资源用于毒品犯罪将难以达到效益



最大化的目标,部分毒品犯罪分子会因为毒品犯罪

的风险提升转而将资源投入其他低风险产业。 部分

毒品犯罪分子的退出又将进一步导致毒品的供应量

减少,致使毒品市场供不应求,形成卖方市场,毒品

价格自然水涨船高,经济状况较差、价格敏感性较高

的毒品消费者就会退出毒品消费市场。
然而,事与愿违,多年来毒品犯罪非但没有越打

越少,反倒是越打越多。 我国 2018 年,共破获毒品

犯罪案件 10. 96 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3. 74 万名,
缴获各类毒品 67. 9 吨[3]。 根据近年来人民法院审

理的毒品犯罪案件情况,无论是单就毒品犯罪案件

发案率自身而言,还是就毒品犯罪在各类犯罪中所

占比重来看,都呈明显上升趋势。 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专家学者都注意到“严打”毒品犯罪刑事政策并

不能有效遏制毒品犯罪,也尝试从各方面分析为何

重刑化治毒收效甚微。 假若将毒品视作一种“商
品”,似乎就不难理解为何毒品犯罪难以禁绝了,毒
品属于价格弹性小甚至几近于零的商品,毒品吸食

者对于毒品的需求量并不会因为毒品价格的上扬而

急剧下降。 毒品不同于其他消费品,其具有成瘾性,
在毒品的长期和反复作用下,人体会产生生理和心

理依赖。 “毒品使用者形成生理瘾癖后,一旦停药

往往会出现生理戒断症状,轻者头昏头疼、恶心呕

吐、周身不适;重者意识紊乱、肢体抽搐、虚脱致

死” [4];只有继续用药且增加剂量才能缓解和去除

戒断症状。 其成瘾性决定了特定时期只要吸食毒品

的人数和结构是特定的,那么毒品消费市场的需求

量也是确定的[5],即刚性需求。 换言之,毒品一旦

为毒品消费者所接受,就会像食物之于普通人一样

不可缺少。 所以即使毒品供应量减少,引起毒品价

格上涨,毒品吸食者仍然会设法购买毒品。 毒品价

格变动对于毒品需求量的影响微不足道,如图 1[6]

所示:

图 1　 毒品价格变动对毒品需求量的影响

以横轴表示毒品的供应量 Q,纵轴表示毒品的

价格 P。 将 S1 作为政府不“严打”毒品犯罪时的供

应基准线,D 为需求线,此时供需平衡点在 E1;当政

府采取“严打”毒品犯罪措施后,供应线向左移动到

S2,但需求线仍旧为 D,此时供需平衡点为 E2。 可见

政府若不采取“严打”措施,毒品吸食者需要支付的

购毒款为矩形 OQ1E1P1 的面积;进行“严打”,则毒

品吸食者需要支付的购毒款为 OQ2E2P2 的面积。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严打”后毒品供应量的减少,
并不影响毒品供应者的盈利;换言之,只是以前由多

数人瓜分的市场,现在由较少的人瓜分;以前毒品供

应者“薄利多销”,现在毒品消费者“价高者得”;毒
品供应市场价格整体上涨中和了毒品供应量减少的

影响。 而且图 1 所反映的毒品供应量的减少是短期

的而非长期的,因为短期毒品供应量的减少促使毒

品价格的异常飙升通过价格传导机制又会使在位毒

品供应商扩大毒品供应量,并吸引新的毒品经营者

进入该市场,即所谓的“毒品的缺位填充规律” [7]。
某种程度上,“严打”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甚至成为了

毒品市场发展的驱动力;另一方面,“严打”毒品犯

罪刑事政策带来的毒品价格上扬还进一步迫使毒品

消费者支付更加高昂的购毒款,当其从合法渠道获

得的钱财无法负担毒品消费时,毒品消费者通过违

法、犯罪手段获取购毒款就成为必然。
鉴于此, 仅通过短期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得

出———“严打”意味着毒品犯罪分子要承担更高的

风险,必须衡量一旦被抓获所要面临的刑罚和犯罪

所得之间孰轻孰重,这样会使一部分毒品犯罪分子

放弃从事毒品犯罪,投入其他行业的结论就缺乏合

理性。 因为“严打”毒品犯罪刑事政策忽视了毒品

长期市场在供求法则的影响下是效益大于成本,有
利可图的。 “严打”毒品犯罪刑事政策还忽略了行

业壁垒,若毒品犯罪分子长期从事毒品犯罪,将毒品

制造、走私、贩卖等作为生存之道,从而并不具备其

他从业技能,换言之,毒品犯罪分子要退出毒品市场

面临着高昂的转移成本。 即便毒品犯罪成本上升,
毒品犯罪分子放弃毒品经营而另谋生路的可行性并

不高。 加之毒品犯罪本身的暴利性,除非有风险更

低、收益更高、进入壁垒更低的行业,否则即便犯罪

成本上升,毒品犯罪分子也缺乏足够的动力进行行

业转移。 此外,“严打”毒品犯罪刑事政策,在某种

程度上将“毒品犯罪”由“点餐式”犯罪,变成了“自
助式”犯罪。 以《刑法》第 347 条为例进行分析。

根据刑法第 347 条的规定,对走私、贩卖、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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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有三个轻重不同的刑档,并且

在最高刑档内又细分为三个小的刑档:十五年有期

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 乍看似乎很好地贯彻了罪

责刑相适应原则,然而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一旦涉足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就存在“最低消费”即

一定会产生犯罪成本。 并且该条第 7 款还规定“对
多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未经处理的,毒品

数量累计计算”,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

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 条到第 4
条的规定,可以发现,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中影响刑档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毒品的数量,且这个

数量是不以毒品纯度折算的。 以最常见的甲基苯丙

胺(冰毒)为例,一旦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超

过 50g 就跨入最高一级的刑罚行列:处十五年有期

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死刑的设定为毒品犯罪分子

设定了一个最高成本投入。 而 50g 究竟有多重呢?
约等于一个鸡蛋的重量。 这意味着毒品犯罪分子要

触犯最高刑档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原本按照法律规

定数量达到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

刑这一刑档的犯罪行为应该从十五年有期徒刑开始

适用。 然而毒品犯罪应当重刑处置的思想经过数十

年如一日的贯彻执行早已在办案人员的脑海里根深

蒂固了,所以一旦毒品犯罪数量跨入最高刑档,适用

死刑的概率就大大攀升了。 有人将我国司法实践中

对毒品犯罪适用死刑的侧重因素做了这样的归纳:
“(1)对立法规定理解不够准确,侧重优先适用死

刑;(2)侧重数额标准,纵容死刑适用;(3)模糊对待

不同犯罪形态,纵容适用死刑;(4)混淆持有毒品罪

与运输毒品罪,增加适用死刑的机会;(5)对毒品犯

罪情节缺少全面考虑,不利于限制死刑;(6)对‘罪
行极其严重’缺乏科学理解,不利于限制死刑。” [8]

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对死刑的倚重,使毒品犯罪分

子相较其他犯罪的犯罪分子而言,极易触发死刑。
在犯罪成本已然最高,且不可能再增加的时候,

因为再没有比死刑更加严厉的刑罚了。 毒品犯罪分

子的最优选择就是尽可能追求更高的毒品犯罪收

益,进行次数更多、更大宗的毒品犯罪,这便是笔者

为什么认为“严打”毒品犯罪刑事政策将毒品犯罪

变成了“自助式”犯罪,因为就像吃自助餐一样,无
论你点餐数量多或少,用餐成本都是既定的,作为一

个理性的用餐者,必然会选择尽可能多吃,直到边际

收益为零。 而“点餐式”犯罪的好处在于,犯罪分子

每增加一个犯罪行为,或每多一个加重情节,刑罚就

会相应递增,这会使犯罪分子审慎思考将犯罪进行

到何种程度。 “严打”毒品犯罪刑事政策指导下的

毒品犯罪立法和司法,抬高了毒品犯罪最低成本的

同时为毒品犯罪设置了最高成本,但为毒品犯罪的

不同情节却未设置足够多的对应刑档,或根本不将

酌定情节加以考量,一定程度上使毒品犯罪分子丧

失了行为选择的余地,在犯罪成本已然最大的情形

下,更多地从事毒品犯罪成为占优策略,犯罪分子会

更偏好继续、反复从事毒品犯罪,犯罪收益最大化将

成为犯罪分子的首要考量因素。
“严打”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初衷无疑是值得

肯定的,但正如麦科伊所言,“如果无法明晰毒品犯

罪对禁毒刑事政策的反馈机制,则可能会导致无效

甚至反作用的禁毒刑事政策出台。” [9] 当前毒品犯

罪不仅没有在强力打击之下呈下降趋势,反倒愈演

愈烈,足以证明“严打”毒品犯罪刑事政策在某种程

度上对毒品犯罪的反馈机制存在误解。 因此,有必

要结合影响毒品犯罪市场供求状态的因素和毒品犯

罪分子对“严打”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回应机制入

手,探究解决毒品犯罪问题的可能对策。

二　 影响我国毒品市场供求状态的因素

(一)毒品交易的非法性和毒品的瘾癖性———
总体市场呈供不应求状态

毒品犯罪的一大特点在于其市场性特征,在毒

品犯罪中存在长期的供求买卖关系,而不像许多其

他犯罪是“一锤子买卖”,毒品市场也与一般的商品

市场一样以互换为存在前提。 有学者指出“交换是

毒品市场形成与发展的动力” [9],毒品市场形成后

又成为毒品犯罪分子和毒品消费者的活动空间。 毒

品犯罪本质上就是一种为了追求各自利益的交换,
毒品供应者向毒品消费者提供毒品,毒品消费者向

毒品供应者支付购毒款,从而完成毒品和金钱的互

换。 在这个过程中毒品消费者对毒品的消费欲望得

以满足,毒品供应者获取了高额利润。 但是毒品犯

罪市场中毒品消费者的“利益”是一种“伪利益”,是
一种以长期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受损换取的暂时

性满足。 这种所谓“利益”是由毒品供应者或利益

相关者出于谋求不法的高昂收入,为毒品消费者设

定的,而且一旦设定就难以甚至不能更改。 毒品犯

罪市场上的毒品供应者本质上寻求的是一种打破合

法正常资源获取规则的破格获取,当然这样的毒品

犯罪市场不仅无法得到国家和社会的认可,而且必

将为国家强力所打击、为社会所不耻,只能作为地下

经济的一种,在政府管制之外求生存。 毒品犯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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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必须隐匿其从事的经济活动,不能像地上经济一

样有广泛的生存空间。 总体而言,毒品市场本身的

非法性决定了其供给是畸形的,受到限制的。 如前

所述,毒品吸食者一旦成瘾将难以戒断,且不断有新

的毒品吸食者加入到毒品消费者行列,随着毒品吸

食者人数不断攀升,导致毒品始终处于一种供不应

求的状态。
(二)毒品市场分割

供不应求是毒品市场的一个总体状态,与此同

时,在毒品交换的过程中由于交换的毒品种类不同、
品质不一、数量有别、交换渠道各异等因素,形成了

不同的毒品市场运营模式与格局,即毒品市场的分

割与分层,不同的毒品市场又有着各自的特点。 在

毒品市场分割中最显著的便是传统毒品市场与新型

毒品市场。
当前我国既是传统毒品的运输国也是消费国,

陷入此种境况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如地缘

因素,我国毗邻传统“金三角”以及“金新月”这两大

毒源地[10],来自“金三角”的毒品常取道我国云南、
两广地区流入东亚、美洲,这是我国成为毒品运输国

的关键因素之一。 又如经济因素,改革开放四十年

来,我国边境贸易从展开到繁荣,又为毒品中转运输

提供了契机。 “雁过留痕,风过留声”,在成为毒品

运输国时,离毒品消费国也就近在咫尺了。 经济因

素对我国一度成为“无毒国”的贡献也不容小觑,我
国享有“无毒国”美誉的 20 多年中,恰巧也是我国

人民公社制度普遍实行的年代,人民的所有生存需

求都由人民公社满足,物资的贫乏导致人民的消费

选择狭窄。 概言之,这是一个商品交换几乎停滞的

时代,毒品犯罪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当然笔者并不

是倡导回到人民公社时代抑或反对市场经济,而是

强调经济因素对毒品犯罪的重要影响。 另外,文化

因素的加工也是不容忽视的,当代网络媒体的普及

与发展,使毒品文化趁着这股“东风”在我国蔓延开

来,无论是知名人物吸毒的报道,还是部分国家大麻

合法化的新闻都引发了民众对毒品的好奇。 此外,
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使出入境的人数与日俱增,既
为毒品运输创造便利,也为普通民众在毒品文化甚

嚣尘上的国家接触并染上毒瘾打开方便之门。
区别于“传统毒品供给主要依靠特定的国家和

地区”,“有制造国、运输国与消费国的分野,国际分

工相对明确。” [9] 新型毒品市场呈现出自给自足、自
产自销的趋势,各国内部有统一毒品市场,但也不乏

国家间的交易流通。 我国 2 / 3 以上的地区都有制造

新型毒品的案件,其中广东、四川、湖北等地是制造

新型毒品的重灾区[4]。 相较于传统毒品市场,新型

毒品市场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一,得益于传统毒品

市场开拓的运输渠道,无需再开拓新的运输路线;其
二,摆脱了自然环境对毒品原材料生产的限制;其
三,毒品制造技术不断改进,呈现出科技化、隐蔽化

特征;其四,在交易手段上,销售和运输方式更为隐

蔽,除利用网络进行毒品销售外还利用网络销售毒

品配方。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新型毒品市场主要集

中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吸毒广泛存在于年

轻人群体中,成为年轻人融入社交群体的一种手段。
易言之,吸毒逐渐从只存在于某些边缘群体的亚文

化,向普通民众蔓延渗透。

三　 我国毒品犯罪分子对“严打”毒品犯罪刑事政

策的回应

在考量毒品犯罪市场供求关系的内部影响因素

时,当然还要考虑影响毒品市场供求变化的外生变

量及其影响,“严打”毒品犯罪刑事政策就是我们要

考虑的重要外生变量。 传统毒品犯罪市场和新型毒

品犯罪市场上的犯罪分子都在“严打”毒品犯罪刑

事政策下调整着自己的行为。
在传统毒品犯罪市场上,毒品犯罪分子对禁毒

刑事政策的回应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1)产地转

移。 2004 年起,我国开始利用遥感技术检测非法毒

品原材料种植活动,即系列“天目”铲毒行动。 毒品

犯罪者为规避风险,开始减少国内毒品原材料种植

活动,将毒品原材料种植基地转移到金三角地区。
通过给境外毒品原材料种植基地提供资金、技术支

持,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进行毒品原材料

的生产、加工,再以半成品或产成品的形式运回我国

销售或在我国中转。 (2)化整为零[11]。 一方面,面
对强度大的、密集度高的“严打”行动,传统毒品市

场上的寡头垄断者通过拆分组织、业务剥离、缩小规

模的方式,降低了“严打”目标的明确性,且迅速完

成对各地市场的划分。 由此,造成了我国传统毒品

市场区隔化、分散性特征。 另一方面,化整为零还体

现为毒品犯罪组织的内部隔离保护,这种内部隔离

保护通过细化毒品犯罪链条从原材料生产到最终抵

达消费者终端的各个环节,将毒品供应链上的每一

个环节进行分割的同时形成多条供应链,使得毒品

供应的各个环节都自成体系,由不同人员负责,在不

同的空间活动,毒品犯罪集团的控制人只需要远程

操控即可。 即便毒品供应链上的某一或某几个环节

47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



被办案机关侦查破获,也不会影响到该链条上其他

环节的运行,更不会影响到其他供应链条和毒品犯

罪集团的核心组成。 这让毒品犯罪组织在沉寂一时

之后,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地死灰复燃。 这种化整

为零的方式不仅体现在贩毒组织的形式变化上,同
样也体现在贩毒地点和贩毒数量的变化上。 贩毒地

点不再限于某个固定场所而采取流动分散交易方

式;毒品供应链的终端,为了减轻所受刑罚的严厉程

度,开始从大宗贩卖转向零售。 在实践中办理的贩

毒案件多为“零包贩毒”,“零包贩毒”以其小包微

量、目标小、易携带、交易不易引起怀疑、交易后易于

逃避罪责的特点,成为近年来贩毒的重要形式。
我国新型毒品犯罪分子对禁毒刑事政策的回应

主要表现在贩毒组织结构、毒品制造和毒品销售三

个方面。 首先,在组织层面上,与传统毒品市场的组

织模式变换相同,也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缩小组织

规模,以求达到更好的隐蔽效果。 其次,在毒品制造

上,注重新制造工艺的研发和对毒品制造技术的提

升;这导致精制毒品数量不断增加,毒品纯度大大提

升,精制毒品往往吸食容易、携带方便、成瘾性强。
详言之,制毒者多选择未被列入国家管制的原材料

制造毒品,并随着国家管制内容的调整不断改变其

所用原材料,近年来从非处方药中提取毒品的案件

较为多发。 制毒地点也从沿海地区向内地扩散,并
改变原来固定地点制造模式,采用分段、分离制造模

式。 最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毒品犯罪分子通过

互联网进行毒品交易提供了技术支撑,毒品犯罪分

子常以网络为媒介,在网络平台上通过暗语、行话寻

找毒品购买者等。
此外,为应对“严打”毒品犯罪刑事政策,降低

毒品犯罪风险,有组织的毒品犯罪分子常使用高新

技术和先进武器装备来提升毒品犯罪安全指数;毒
品犯罪暴力化趋势突出,主要表现为毒品犯罪案件

中武装护毒、暴力拒捕现象频发。

四　 我国禁毒刑事政策的可能发展方向

透过对毒品市场内部影响因素与毒品犯罪分子

对“严打”毒品犯罪刑事政策回应的分析,可以看到

“严打”毒品犯罪刑事政策这个外生变量,并没有很

好地抑制毒品犯罪市场的发展。 要控制毒品犯罪市

场的进一步扩张,应将重心放在对毒品市场内部供

求的控制上,以市场控制作为打击毒品犯罪为关键。
尤其是随着新型毒品的出现,制毒者不断改变制毒

原料的选择,提升制毒工艺,使毒品制造呈现出前所

未有的灵活性。 若不注重毒品市场整体发展趋势,
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毒品,即便有“严打”之心,也
无处着力。 因为根本无法辨别这些让人形成瘾癖的

药品究竟是不是“毒品”,控制毒品犯罪将成为空

谈。 只有将有限的司法资源投入到有效的禁毒模式

上才能斩获实效。 禁绝毒品犯罪作为打击毒品犯罪

的终极目标,其正确性自不待言,但“无毒”社会的

探索之路阻碍重重,难以在短期内达成,确立阶段性

目标是更为行之有效的选择。 当然也要承认,“严
打”毒品犯罪能在短期内减少毒品犯罪市场上流通

的毒品,毒品供应量的短期下降可以一定程度上减

少能够接触到毒品的人员,从而控制毒品市场需求

增量。 故此,在将来的毒品犯罪刑事政策中也大可

不必将“严打”思想完全弃之不用,而是要看到其短

期功效的利与弊。 当前的“严打”毒品犯罪刑事政

策更多地呈现出一种不加区分的“严”,而非更加细

化、有针对性的“严”。 未来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制

定,要在准确预测毒品犯罪分子对毒品犯罪刑事政

策的反馈机制的基础上,一方面,将重心转移至控制

毒品犯罪市场规模,另一方面,也要肯定“严打”政

策的短期积极作用,适当调整“严打”对象,细化“严
打”等级。

(一)控制毒品市场

1. 需求———减存量控增量

当前我国已从生产主导型社会转向消费主导型

社会,消费主导型社会,需求决定供给,毒品犯罪市

场亦不例外。 打击毒品犯罪也应从控制毒品需求

入手。
首先,控制毒品需求要求对吸毒者进行摸排,建

立有效的戒毒体系并积极开展毒品预防活动。 没有

哪个毒品吸食者会主动到有关部门自曝吸毒信息换

取行政处罚,因此如何有效识别毒品吸食者就成为

摸排工作的重点。 或可借鉴英国经验———由政府提

供毒品给毒品吸食者免费吸食,同时对前来吸毒的

人员进行登记,并进行戒毒治疗[12]。 该方式既可以

对社会上的毒品吸食者信息进行采集,又能够一定

程度上缓解毒品吸食者因无钱购毒而走入以贩养吸

或实施其他财产类犯罪的泥潭。 干净的注射工具和

医疗废物回收机制也能够避免艾滋病等疾病的感染

与传播。 事实上我国也存在类似于英国政府免费提

供毒品给毒品吸食者的政策,2014 年 12 月 31 日印

发的《戒毒药物维持治疗工作管理办法》规定“在符

合条件的医疗机构,选用适宜的药品对阿片类物质

成瘾者进行长期维持治疗,以减轻他们对阿片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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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依赖,促进身体健康的戒毒医疗活动”,“维持

治疗机构坚持公益性原则,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根据这一规定,对符合条件的申请维持治疗人员,要
按照规范提供治疗及综合干预服务,并按规定开展

实验室检测、信息管理等工作。 《办法》还要求维持

治疗机构与社区康复工作机构相互配合,对正在执

行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的治疗人员,开展有必要的社

区心理干预等工作。 此外,我国广东省中山市公安

局在禁毒工作中采取的“污水验毒” [13] 分析技术也

值得推广适用,“污水验毒分析”通过检测污水中含

毒成分,进行溯源追踪,从而发现毒品吸食者乃至制

毒者。
其次,根据医学研究,某些毒品成瘾,在医学理

论上已形成不可逆转的生理病变,在理论上说难以

彻底戒断,即使戒断也只是物理戒断。 因此对待戒

毒应树立起“对吸毒成瘾的人无论能否彻底戒断,
只要通过戒毒达到一定时期内不吸毒和逐步地控制

减少吸毒剂量,从个体和局部减少毒品需求” [7] 这

一新理念,以压缩毒品市场总体需求。 在具体戒毒

方式的选择上不仅依赖于政府强制戒毒,也应鼓励

自愿戒毒,有条件地开展毒品替代。
另外,毒品成瘾会让许多毒品吸食者陷入经济

困境,但对毒品的依赖却不会因为经济的困窘而切

断,于是很多毒品吸食者走上以贩养吸之路,使毒品

像瘟疫一样在群体中蔓延。 “零包贩毒”既会诱发

大宗贩毒,又会导致吸毒者数量急剧膨胀,若不对

“零包贩毒”给予足够的重视,投入充足的力量予以

查处,则难以真正有效控制毒品消费市场的扩张。
控制毒品消费市场,有赖于及时发现现有吸毒人员,
积极惩处以贩养吸的“零包贩毒”人员,因此有必要

将打击毒品犯罪的视角从重点关注重大毒品犯罪到

重大毒品犯罪和“零包贩毒”的二者并举。
最后,毒品需求量的控制不仅体现在减少现有

毒品吸食者的数量,还体现为控制新增毒品吸食者

的数量。 齐文远教授在湘潭大学讲座时曾提及引

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强迫他人吸毒罪的刑罚

相较于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罪的刑

罚而言过轻①。 笔者对此深以为然,引诱、教唆、欺
骗和强迫他人吸毒者的行为,重新界定了毒品消费

者买方群体,将毒品消费者群体进行了扩张,扩充了

毒品市场的需求。 需求量的增加,引发毒品价格进

一步上涨,通过价格传导机制又使毒品供应量进一

步增加,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笔者并不反对对毒品

犯罪市场关键环节的“严打”。 另外,要防止新的毒

品吸食者加入毒品消费者大军,还需全面开展更为

广泛的、深入的禁毒宣传教育,提升全民禁毒意识,
也能为控制毒品消费市场的扩张起到一定的作用,
有必要将禁毒宣传深入到各个街道和社区。

2. 减少供给

控制毒品犯罪市场当然也离不开对毒品供给的

控制。 首先,毒品供给的各个环节(制造、批发、运
输、零售等)都应严格控制是不证自明的,但刑罚轻

重应有所区别。
就传统毒品市场而言,我国既是运输国也是消

费国,系列“天目”行动开展后,国内毒品制造减少,
毒品市场上流通的毒品多为走私入境。 2018 年,中
国缴获“金三角”各类毒品 29. 6 吨;破获“金新月”
海洛因入境案件 92 起,缴获“金新月”海洛因 67. 8
公斤;缴获南美可卡因 1. 4 吨;破获通过国际邮包从

广州、上海、成都入境的大麻案件 125 起,缴获大麻

及各类大麻制品 55 公斤[3]。 因而必须在源头环节

严格控制毒品的进口渠道,加强海关检测;积极促进

和展开国际禁毒工作,打击跨国毒品犯罪。 新型毒

品既有自成体系的国内市场,又有频繁流动的国际

市场。 随着互联网、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新型毒品

原材料及产成品的交易都以网络为重要销售渠道,
实有必要加强网络环境监督,开展缉毒警察与网警

合作的办案模式。 此外,由于新型毒品的原材料可

从易制毒化学品和精神药品、麻醉药品中提取,近年

来易制毒化学品和精神药品、麻醉药品时有流入非

法渠道,成为毒品犯罪活动日益增多的原因之一,暴
露了我国相关管理存在漏洞,亟待建立一个专门的

管理部门,对易制毒化学品和精神药品、麻醉药品的

进出口、销售、运输、仓储等进行统一管理,防止出现

部门间衔接不紧密,相互推诿责任的现象。
(二)既控且禁

根据“刑罚的及时性与必定性的效果优于刑罚

的严厉性” [14]这一原理,通过提高毒品犯罪案件的

及时告破率、追诉率以及对毒品犯罪分子刑罚的确

定执行的威慑效果来降低毒品犯罪率,可能比一味

追求对毒品犯罪规定严厉的刑罚的威慑效果更为有

效。 在毒品犯罪案件侦办过程中不能仅仅将关注重

心放在大案要案上,更要关注数量众多的“零包贩

毒”案件,提高对毒品供应链终端的贩毒者的打击

力度,避免让犯罪分子内心滋生侥幸心理。 在毒品

案件侦查中应注重技术侦查手段的运用,除了上文

提到的“污水验毒分析”外,“天眼”系统同样应当在

毒品犯罪案件中得以广泛运用。 面对毒品犯罪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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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趋势凸显的现状,极有必要提升我国缉毒警力的

武装配置,以保障缉毒人员的人身安全。 同时,通过

提高对毒品案件的技术支持,提高案件侦破率。
我国毒品犯罪的惩处基本上都在“重刑治毒”

的法律框架下展开,如对于制造、贩卖、运输、走私毒

品行为而言,不管数量多寡,不管情节如何,都会被

追究刑事责任;而且对于走私、贩卖、运输、非法持有

毒品的,毒品数量以查证属实的数量计算,不以纯度

折算;对毒品生产、销售予以全流程规制;特别规定

多种从重处罚情形及设置死刑和财产刑[15]。 同时,
在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这一刑罚措施中,缺乏针对

不同类型、不同危害程度的毒品犯罪的适用标准,实
质上也不利于打击毒品犯罪。 未来毒品犯罪刑事政

策中的“严”字应当有比当前“严打”毒品犯罪刑事

政策中的“严”字更为精确的指向,也应有更为有效

的惩戒手段。 因为实践中,除以贩养吸的毒品犯罪

人外,追求经济上的暴利是大多数毒品犯罪分子实

施毒品犯罪的内在动因。 理性人假设在追求经济利

益的犯罪分子身上是高度适用的,即他们在实施毒

品犯罪行为前会审慎衡量犯罪所得收益与犯罪成本

之间的轻重。 在已然了解毒品犯罪可能带来长期的

人身自由被剥夺甚至生命被剥夺的后果后,其依然

选择实施毒品犯罪活动。 可见在毒品犯罪分子眼

中,一方面暴利是胜过自由的;另一方面“点餐式犯

罪”中成本既已最大,自然要以收益最大化为追求。
因而很多情形下仅以自由刑和生命刑来警示毒品犯

罪分子会缺乏明显惩治效果,甚至让人感觉软弱无

力。 以对毒品犯罪分子所求之“经济利益”的剥夺,
来打消其通过不法手段来追求“经济利益”的念头,
远胜过对其自由的剥夺。 对于追求经济暴利的毒品

犯罪分子准确适用财产刑,将财产刑与自由刑和生

命刑的适用有机结合,对毒品犯罪的威慑效果实际

上应该比仅强调自由刑、生命刑的威慑惩处效果更

强。 立法上应对毒品犯罪全面适用财产刑,并明确

财产刑的刑罚问题;司法实践中应“将犯罪嫌疑人

的财产状况纳入侦查范围,建立财产现行扣押制度,
以免将财产隐匿或转移。” [16] “重刑治毒”在司法层

面的贯彻更为彻底,具体表现在:处罚范围的过度扩

张,过分依赖口供定罪,犯罪形态认定的例外,允许

诱惑侦查和对推定的使用[5]。
司法机关在面临具体个案时也应做到主次有

别,轻重适宜。 当前复杂的社会环境影响下,许多特

殊群体参与到毒品犯罪中,从青少年到孕妇再到农

民工、无业人员和严重疾病患者、艾滋病患者、残疾

人。 一方面他们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另一方面他们

确实又实施了毒品犯罪,这类人员或被毒品犯罪组

织利用,或迫于生活压力,或为治疗疾病等等。 针对

特殊主体犯罪当然也要打击,但在刑罚轻重的考量

上必须区别于单纯为追求巨额财产的毒品犯罪

分子。

五　 结　 语

毒品犯罪以其巨大的社会危害性成为我国刑法

重点整治对象,但当“严打”毒品犯罪刑事政策难以

有效预防犯罪,减少毒品犯罪收效甚微时,就有必要

对其进行修正。 毒品犯罪的市场化特征决定了打击

毒品犯罪要关注整个毒品市场的影响因素,而不是

拘泥于个案侦破。 毒品犯罪分子出于逐利动机投入

到毒品犯罪中,要控制毒品犯罪就需要不断提高其

经营成本和风险,削减其利润,而提高毒品犯罪成本

除了严厉的刑罚更需要高效的案件侦办。 此外,在
消费社会,需求决定生产,只要有效控制毒品市场需

求量就能有效控制毒品供应量,达到压缩毒品市场

的目的。

注释:
①齐文远教授 2019 年 9 月 21 日晚上在湘潭大学讲座

的题目为“毒品犯罪的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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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the Theory of Supply and Demand Law to Analyze the “Crack Down”
Criminal Policy on Drug-related Crimes

HUANG Ming-ru, ZENG Ya-li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The epidemic of drug-related crimes means the invalidation of “crack down ”policy on drug-related crimes and indi-
cates that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severe punishment is not applicable to drug-related crime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drug-related
crimes ,we need to get rid of the shackle of traditional legal analysis methods and adopt a new perspective and method to explore the
causes and operating mechanism of drug-related crimes. The theory of the law of supply and demand in economics provides a way refer-
ence for exploring the causes of the drug-related crimes which has obvious marketability. Using the price mechanism in the law of supply
and demand and the theory of elasticity of demand, the paper analyzes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drug-related crime market .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drug-related market ,we should control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drug-related crime market and replace prohibition with
control.

Key words:　 laws of supply and demand;　 drug-related crimes;　 criminal policy on drug cr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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